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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遗址自 1954 年发现以来，历经了
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早年的发掘明确了盘
龙城遗址作为长江中游夏商时期的中心聚落。
盘龙城遗址也成为认识长江流域早期文明、早
期中国统一性进程等问题的起点。2013 年以
来，围绕着聚落布局、城市性质等问题，武汉
大学张昌平先生领队，对盘龙城遗址展开了新
一轮持续工作。自 2013 年我跟随张昌平先生
参与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之后于 2024 年
至今成为盘龙城考古发掘的领队。盘龙城遗址
的考古工作也获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作为一位年轻的领队，能够参与一处
工作历史悠久，又如此重要的遗址工作，可谓
十分有幸，也感慨万千。

2013年考古工作的启动

盘龙城遗址在发现之后曾由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北京大学、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多家单位进行过多年的田野工作。2013年为
配合盘龙城遗址考古公园的建设，在“考古中
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项目
的支持下，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遗址博物院等单位，重启盘龙城遗址的田野工
作。我也是那一年参与到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
掘中。实际在 2012 年，武汉大学、武汉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家单
位对遗址北部的控制地带曾进行了全面的勘
探。当时的勘探工作我也参与其中。盘龙城遗
址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印在教科书上的，对
我们年轻的学子来说，能够参与如此重要遗址
的考古工作，实际上是莫大的荣誉。

2013年，张昌平先生带领当时还是研究生
的我和其他几位学生，对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南
坡地点展开了考古发掘。这一区域原是村民房
屋建设用地，因遗址公园建设，村民悉数搬
迁。2006 年至 2011 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在该地点发掘，发现础坑、础石等大型建筑
的迹象。2013年，我们对这一区域展开考古工
作。为进一步摸清该区域的聚落布局，我们选
择在上述建筑遗迹的北侧和西侧进行发掘，尝
试观察基址周边遗迹的分布状况。正是在这一
年的冬季，我们在建筑基址的西侧发现了数座
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特别是杨家湾 M17 出土
了大型的青铜牌饰、多件青铜礼器和一件绿松

石镶金器。结合随葬品特征，这批墓葬的年代属于中商前后，也就
是盘龙城城市聚落的最晚阶段。而根据层位关系，位于这一区域的
大型建筑基址同样也属于这一时期。如此，我们大致可推断杨家湾
南坡存在盘龙城晚期的大型建筑、高等级贵族墓葬，构成了一处居
葬合一的聚落区，为认识盘龙城城市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一年的冬季，武汉市召开了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
会。武汉大学盘龙城遗址考古基地同时成立。我们也在会上聆听了
多位专家、学者的建议，为之后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考古工作理念和技术方法的转变

2013年的考古发掘算是我们对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的一次有
益尝试。盘龙城遗址在 20世纪历经俞伟超、李伯谦、陈贤一等多
位先生主持工作，关于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年代框架等方面，已
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站在前辈先生的基础
上，把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往前推进，反映出这个时代考古学的新
面貌，对于我们盘龙城遗址考古队而言，压力很大。

在 2013年开始进入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之时，我们就不断探
索考古工作的理念、目标、技术与方法。鉴于盘龙城遗址基本的年
代框架已经建立、文化面貌基本清晰，我们将盘龙城遗址城市聚
落，特别是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作为整个工作的学术目标。

如果说 2013年的工作还是主要配合基本建设，那么从 2014年
之后，我们便有意识地以聚落考古的理念对盘龙城遗址展开探索。
作为夏商时期的城市聚落，对于盘龙城这类大遗址的考古工作首要
应摸清楚遗址内遗存的分布状况、不同地点堆积的功能与性质。为
此，我们先系统梳理了以往盘龙城遗址各地点的考古工作，通过新
的测绘技术把历年来发掘的探方、发现的遗迹、出土的重要遗物标
注在图上。之后在 2014年至 2015年我们对遗址核心保护区展开了
全面的勘探，探孔以 10米为间隔，全面了解了整个遗址堆积的分
布状况。这些就为我们之后在哪里展开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为
了确定每一处发掘探方、探孔，甚至文物采集点的空间位置，我们
在以往盘龙城分区系统的基础上搭建了盘龙城地理坐标系统，使得
遗址内每个地点都有一个确定的三维坐标。同时在 2015年我们开
始建设盘龙城遗址考古勘探系统和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系统，方便
将遗址内不同地点、不同年份发掘的海量资料进行管理和分析。

上述工作为我们接下来的田野发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由
于盘龙城遗址整体保存不佳、文化堆积较薄，对于这处城市聚落的
发掘，我们计划从城市整体的聚落格局、景观与环境等大的方面着
手，再去探索可能的功能分区，遵循这样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
路径。也是在系统梳理过往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盘龙城城市早
晚历经约300年，聚落布局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存在一个变化。结合
上述我们在杨家湾地点，以及 2021年至 2023年在王家嘴地点的考
古发掘，我们确认盘龙城城市的中心区，有着从南部的王家嘴到城
址区，再到北部的杨家湾这样一个变迁的过程，揭示出盘龙城城市
聚落三个阶段的变化。

盘龙城遗址南邻府河、东为盘龙湖，周边有着大面积的水域，
这与北方同期城市遗址的景观有着较大不同。盘龙城遗址古代环境
就是如此，还是古今存在一个较大的变化，在这一问题的引导下我
们联合团队对盘龙城遗址的环境与景观展开探索。为了解遗址周边
水位变化，2015年在对遗址全面勘探的基础上，我们于周边的破
口湖、盘龙湖等地点搭建水上平台进行了水下钻探，并对水下探芯

展开土壤结构、植硅体等多学科
分析。同时为进一步确认水下堆积
性质，我们还预先判断破口湖下存
在文化层，在冬季枯水期对该区域
进行了探沟发掘。上述工作表明盘
龙城遗址古代聚落周边水位要比现
今低 5~7 米。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极
大更新了我们对于盘龙城城市景观
的认识，同时对整个江汉地区夏商
时期水文史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基于对盘龙城城市聚落变迁、环
境与景观的整体认识，我们又选择铸铜
手工业作为盘龙城城市功能区研究的突破
口。在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作为礼仪和权力的象
征，其生产组织方式对于我们认识早期中国的国家
社会有着重要意义。盘龙城遗址出土大量的青铜礼
器，是从中原王都输入，还是本地有能力生产，以往
就多有争论。约在2014年，刚加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的付海龙先生，首次于小嘴地点调查采集到石范等铸
铜工具。之后 2015年至 2019年，我们在这一区域展开
了多年的考古发掘。盘龙城小嘴地点为湖边的一处岗
地，后期的农业活动对遗址破坏严重。我们去发掘时周
边就发现有大量早期遗物散落在地表；在探方揭开之
后，遗存也多保存不佳、文化堆积较薄。发掘区遗存展
现的功能和性质，仅从肉眼辨识很难判断。在这一背景
下，2015年我们联系了北京科技大学刘思然先生，联合
对发掘区文化堆积表面进行了化学元素的检测，明确该地
点存在铜含量的富集区域，属于铸铜生产区。后来又共同
对小嘴地点的冶金遗物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小嘴地点的
发掘与多学科研究，不仅表明盘龙城遗址存在较大规模的
铸铜手工业，也进一步揭示出早商时期中央与地方青铜铸
造技术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上无论是聚落布局变迁的研究，还是遗址景观与环
境、铸铜手工业的揭露，实际都是在特定学术目标的指导
下，以田野工作为基础，多学科协作研究的结果。而在聚
落考古的理念之下，我们力图将不同学科研究融入田野工
作各个环节，这成了我们这十年来考古工作方法的一个重
要突破。

多学科考古团队的建设

为适应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变化，同时也为满足这处重
要城市遗址考古工作需求，我们也搭建了一个多学科的考古工
作团队。

2013年至今，武汉大学牵头对盘龙城遗址展开考古发掘；
其中 2013年至 2023年发掘领队为张昌平先生，2024年至今发
掘领队为我本人。而发掘的主要参与人员则由武汉大学夏商周
考古方向高年级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虽然盘龙城遗址并非
传统意义上的实习工地，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是很大程度上起
到了培养学生的作用。我自己就是长期参与盘龙城的考古发
掘，从学生到参加工作、成为领队，学习很多。

盘龙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考古团队中的每个人在发掘过程中都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而
盘龙城遗址又是一处典型的长江流域邻水遗址，遗址保存不佳，
遗迹难辨，又使得我们工作有着不少困难。为此，在每年发掘
季，都会邀请很多具有丰富田野考古经验的先生来工地指导。
2013年我们刚进入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就特别请了原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振裕先生作为我们团队的学术顾问，先生跟
我们住了一月有余，不仅具体指导当时杨家湾南坡墓葬和遗迹的
发掘，甚至还告诉我们学生如何处理考古工作中的一些人际关
系。2016年正是小嘴工地发掘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时请北京大学
的刘绪老师长期住在工地，白天先生跟我们一起按时上下工，晚
上有些时候还专门抽出时间跟研究生讨论论文。刘绪先生不仅在
专业知识上给予我们很多的建议，先生对学术的奉献和对考古工
作的敬业精神更是我们学生终身学习的榜样。此外，李伯谦、徐
天进、孙华、胡美洲、王风竹、方勤、唐际根、陈丽新、常怀颖
等诸位先生都多次来工地指导，回想起来受益匪浅。

而针对多学科协作研究的需求，我们根据具体的研究目标，
更尝试搭建起一支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其中上述工作涉及到的景
观与环境、冶金考古学研究，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中科院南京湖泊所、山东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展开多学科分
析。而对于传统的动植物、陶器、石器、青铜器等遗存或遗物方
面的科技检测，我们也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哈佛
大学、香港大学等所校团队展开合作研究。而每次不同学科方向
的老师过来取样、鉴定，我们也都会邀请其在工作站举办讲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建国、李志鹏、王辉，北京科技大学刘思
然、张吉等诸位先生曾多次莅临工地讲课。而参与工作的学生也
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收获良多，甚至我们毕业的不少学生后来从
事了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如邹秋实（武汉大学）主要研究景观
和数字考古方向，苏昕（香港大学）主要研究石器和陶器技术分
析方向。

这两年来盘龙城在国家文物局、“国际田野研究所 （IFR） ”
的支持下还举办了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面向全球海外
招生。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在盘龙城考古工作中进一
步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让更多人了解盘龙城遗址。

考古发掘报告的及时整理和出版

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比田
野工作更耗费精力。由陈贤一先生主编，2001年曾出版了盘龙城
遗址 1963年至 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这本报告也成为我们工作
的一个标杆。自 2013 年我们开始进入盘龙城遗址展开工作以
来，张昌平先生就有计划地安排报告的撰写。为避免报告拖得时
间太长，考古资料后续难以整合发表，张昌平先生要求我们每年
工作结束之后，按年度先写一份1万字左右投到杂志的简报，并
同时写一份 5万至 10万字的工作报告详本。而从 2019年工作结
束开始，我们就着手以之前的“详本”为基础，整合编写新的
报告。这样整理工作不至于走回头路，大大减轻了我们工作的
压力。在去年盘龙城遗址发现 70周年，我们顺利出版了盘龙城
遗址1995年至2019年田野考古工作报告。这套书也是向前辈学
者致敬。考古报告对于考古人来说就像一部流传后世的史书，
是文化遗产长存于世的文字证明。我自己全程参与了田野工作
报告的编写和校对，最终看到报告在印刷厂下厂，作为年轻人
也由衷地感受到了一种“为国著史”的使命担当。

盘龙城遗址作为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都邑，其在考古
学研究、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田野考古不仅是
在追寻过去，也是影响了我们自己的人生轨迹。我是2012年就
开始参与到盘龙城遗址的勘探，从还是学生，到后来毕业留校
成为年轻老师，到如今自己也可以带一些学生。我在这里求教
高山仰止的先生，遇到启迪人生的老师，碰到志同道合的学
友。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历经了 70余年，一代代的学人在此
耕耘奋斗，未来肯定也还会有更多年轻的伙伴加入。我非常
有幸参与了其中的一点儿。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河泊所遗址古滇都邑和益
州郡治以及大量封泥、简牍的
发现，虽是考古过程中的偶
然发现，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情。从 2023 年发现封泥和
简牍等遗物，到 2025 年又
发现城墙、城壕和大型建
筑基址等遗迹。回想河泊
所（含石寨山）的考古工
作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思绪万千。

缘起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
宁区上蒜镇的河泊村委会。该遗址
1958 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在滇
池周围史前遗址调查中发现，因为堆积
中发现了大量的红色同心圆纹盘，报告
作者认为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1955 年至 1960 年，由云南省博物馆
筹备组组队对与河泊所村一村之隔（直线
距离约 700米） 的石寨村的石寨山古墓群
进行了发掘，在1955年的第一次发掘中发
现的铜鼓和贮贝器等文物十分新奇，与中
原地区的样貌完全不同，引起了一点重
视。1956年，石寨山第二次发掘中，在六
号墓内发现了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

“滇王之印”的发现，一下子使人们想到，
石寨山出土物可能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
列传》记载的“滇”有关系。

虽然1956年石寨山清理了“滇文化”墓
葬，1958年发现了河泊所遗址，但由于两者

“时代”的差异，石寨山和河泊所两个遗址竟
完美地擦肩而过，而发现他们两个本是一家
人，竟然等了整整半个世纪。

2008 年至 2010 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开展滇池区
域史前聚落考古调查，调查集中在滇池东南
岸、滇池南岸和滇池西岸，采用区域系统的考
古调查方法，共发现和核实79处滇文化和汉文
化的遗址，明确河泊所遗址为青铜时代的滇文
化聚落遗址，并推测该遗址极有可能是古滇国
的都邑 （都城）。这是首次将河泊所遗址与

“滇”挂钩。使两地相距 700米左右的石寨山古
墓群和河泊所遗址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遗址
联系起来了，真正将河泊所遗址与“滇文化”
联系起来的时候，距河泊所遗址的首次发现正
好整50周年。

遗址到底在哪里？

尽管 2008年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河泊所遗址，
我们当时是根据地表采集的陶片来判定遗址，特
别是根据陶片的疏密程度和GPS数据来确定遗址
的中心和边缘，由于缺乏文化层堆积，加上该地
为冲积平原地区，相互之间高差有几十厘米到 1
米左右，地表完全被塑料大棚覆盖，很难看出它
们之间的高差，缺乏断崖。所以，平常在考古调
查中用观察断崖的方式来判断遗址的文化堆积在
这里就行不通。偶尔碰到村民打井而挖出的堆积
物是我们观察地下堆积的最佳窗口，当然，如果
是裸井，恰巧碰到地下水位下降，那就为我们的
观察提供了绝佳窗口；另一方面，尽管碰到了村
民新挖的井，但他们在井中放置了水泥制作的井
圈，我们就只能观察打井挖出的弃土了，根据弃
土的颜色来判断可能的文化堆积。

2014年启动的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主要
目标就是寻找石寨山文化（滇文化）的聚落和可
能存在的滇的都城。如果说，2008年滇池区域的
聚落考古调查为我们寻找滇的聚落遗址打开了一
扇窗的话，那么，真正发现滇的聚落遗址还是在
2014年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启动以后。寻找滇
的聚落遗址比我想象得要困难得多，归根到底是
我们不了解滇池盆地环境的变迁。

为了弄清楚古滇国时期人们的生活与环境
相关的科学问题，我们与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
科学学院乌尼曼 （Wünnemann） 教授和晏达达
博士合作，在滇池盆地采集了不同地点的沉积
钻孔用于分析，并与考古证据相结合，重建了
6000 年以来滇池水位的变化。结果发现整个

“滇文化”和汉代时期（置郡以后）是一个相对
比较干旱的时期，与全球4.2千年冷事件相符。

另一方面，为了弄清楚探铲所得的泥芯到
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堆积，2016 年 8 月正式在
河泊所村东面用洛阳铲进行钻探，9月份，就发
现了第一块台地，编号为台地1，在台地的周围
发现了水域。到 2019 年，对河泊所村东大约
300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考古钻探，发现了众
多的台地和不同水深的河道（水域）。

为了验证洛阳铲钻探的结果是否可信，2017
年，我们对西王庙地点进行发掘，在1100平方米
的范围内，清理了房屋39座、灰坑400多个、灰
沟18条和井13眼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
器、青铜器等遗物。时代分属于先滇文化时期、

“滇文化”时期和汉文化（指置郡之后的考古学文
化）三个时期。可以这样说，通过对西王庙地点
的发掘，我们才真正找到了“滇文化”的聚落遗
址，实现了石寨山大遗址考古的重大突破。

这次发掘，有两点得到了证实：一是，该处
确实是“滇文化”时期和先滇文化时期的村落

（聚落），周边为河流环绕；二是，汉代时期村落
的地面为 1884米，确实比现今滇池水面低 3米左
右 （现今滇池水面为 1887米）。发现汉代聚落的
真实地面海拔数据，证明乌尼曼教授和晏达达博
士对滇池沉积物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值得信赖
的。通过对台地 8 （西王庙地点） 和后面的台地
1、台地 3等的发掘，分别发现炼渣、石范和玛瑙
等遗物和瓮棺、殉牲等遗迹，由此推测台地1级有
可能是跟铸造青铜器有关的作坊、台地3级很有可
能跟祭祀有关。通过对这几个台地的解剖，我们发
现，每一个台地都有其单独的功能，由此，我们有
理由推测这些数量众多的台地构成古滇国都邑的整

体网络，而外围宽大的河道，极有
可能是古滇都城的外部边界。

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开展田野发
掘的同时，我们在东部的考古钻探
工作持续进行，东部钻探和试掘中
发现的大量瓦砾引起了我们的重
视。2021年，我们将发掘区选择在
上西河村所在的台地38，也就是现
上蒜第一小学附近，这是一块面积
相当大的台地，当年11月22日即发
现了“建伶令印”“益州太守章”等
益州郡及其下辖县的官印封泥；发
现了大型道路遗迹；2022年，在上
蒜一小食堂的改建过程中，出土了

“滇池以亭行”和“始元四年”等简
牍；2023年，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建
筑基址；2024年发现并清理了城墙
及城壕遗迹，初步确定上西河村所
在地为汉代益州郡的郡治。

可以说，我们是在寻找石寨山
文化聚落遗址的过程中，发现了滇
国都邑，在了解滇国都城的过程
中，又意外地发现了益州郡的郡治。

在田野考古实践中的探索与创新

挖降水槽 针对地下水位高的问题，为了保持发掘
面的干燥和对遗迹现象的判断，我们经过反复实践，
最终确定在探方四周内挖降水槽的方式，根据发掘的
需要，逐渐降低水位。这样发掘面始终都保持干燥
（相对而言，没有被水浸泡），有利于对面上的相关遗
迹进行判定和清理，唯一不足之处在于会对遗迹的完
整性造成一定的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在挖降水槽的时
候，也要注意层位和相关的遗迹，并分别摆放出土文
物，以便后期好归类。这种方法适用于地点狭窄的地
方，如果地方宽敞，可以考虑在发掘区外围采取拦围
堰的方式，将水全部隔断，但这样的话，成本会很
高，是一个大的工程。这种想法和实践在河泊所遗址
难以施行。因为河泊所遗址所在区域全部是塑料大
棚，能用来开展工作的地点非常有限，租用成本也很
高，考古发掘难以承受，再加上河泊所地下水位跟滇
池连为一体，即便四周堵住了，也难以避免从地下往
上冒的源源不断的水。所以，采取探方四周挖降水槽
的方式，是最实用也最经济的方式。

采用大口小底，收分的方式布方 针对河泊所遗址
洪积层比较厚、文化堆积埋藏比较深的特点，在考古
发掘实践中，我们布方采用大口小底的方式，降低探
方壁的直立性，探方壁保持在 75°左右，而非 90°，降
低安全风险，对于特别深的探方，还要采取预留阶梯
的方式，降低探方的高度，在发掘开始，就为探方壁
覆盖塑料薄膜，并沿探方四周平面上的塑料布用土覆
盖压实。因为，探方壁一经太阳暴晒就会开裂，开裂
的探方壁一碰到下雨就极易垮塌，威胁整个探方安
全。工作上多一份细心，安全上就多一份放心。

航吊（摆臂）吊的加持 为了将探方内发掘的土样
运出，靠人力将土抬出或者用铁锨将弃土抛出，很不
经济，而且当地百姓不习惯用铁锨，在多数情况下，
我们会对遗迹单位出土的土样全部进行水洗，或者特
别重要的单位还要浮选，因此，如何将土样运出就是
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经过摸索并与有关厂家协
调，联合研制航吊，这样既能保证清理的土样能够安
全运出，并且按照单位摆放在一定位置，后期的水洗
或者浮选也不会错乱。由于航吊的拆卸和组装都相对
比较麻烦，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工程机械安装技能；后
来，我们看到村民建房，用摆臂吊将砖块等从地面吊
到楼上，安装简便，而且操作也相对容易（也需要专
人操作）。这样，我们就不再使用航吊，而专门采购摆
臂吊。只是如果发掘面积比较大，出土比较多的话，
每一个探方都需要安装一台摆臂吊。因此摆臂吊和手
推车配合使用，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

在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初期，工作人员和研究人
员相当匮乏。后来，我们面向社会招聘人员，培养考
古发掘、出土文物修复、绘图以及电子制图、考古钻
探方面的人员，队伍才慢慢壮大。随着考古材料的增
加，以河泊所遗址为背景材料完成的硕士和博士论文
逐渐增多。

为了弥补科研人员的不足，我们分别与吉林大
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
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
高校就动物考古、冶金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
学、古 DNA 等研究开展合作，2022 年简牍发现以
后，又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武汉大学等开展简牍的
保护和释读研究工作。我相信，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
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这里将成为云南“滇文化”考古
发掘和研究的中心。

（作者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十
余
年
盘
龙
城
遗
址
考
古
工
作
历
程

孙
卓

河
泊
所
遗
址
的
发
现
与
发
掘

蒋
志
龙

田野发掘

田野发掘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学员和部分教师合影


